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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收负担计量和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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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实施结构性减税已经成为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中小企业持续发展和
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政策之一，但减税政策实施效果会受到企业所处制度环境、企业治理
以及企业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对企业税收负担计量以及企业税收负担影响因素相关
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了现有研究不足之处，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第一，需要结合制度
环境、政府与企业行为等因素研究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 第二，需要基于契约理论和公共
治理视角，研究契约类型、公司治理、外部监管等内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
第三，需要重点研究非上市公司税收负担影响因素及其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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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0 年 9 月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 年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

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了 32． 2%，中国宏观税收负担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自
1994 年以来，中国的税收收入年均增长 17． 76%，而同期 GDP 增长按现价计算仅为 12． 10%，连续 15 年税收

超常增长使企业税负加重，破坏了企业生态环境，直接制约和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胡怡建，2010) 。近

年，我国企业税收负担问题已经成为政府、企业以及学术界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①。2011 年 10 月 20 日，

由中国民主建国会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联合发布的《2011 年千户民营企业跟踪调查报告》显示，税费负担

过重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针对小型微利企业税费负担过重问题，2011 年 11
月 12 日国务院制定了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2011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2 年

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实行结构性减税，利用税收杠杆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激励

企业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消费，已成为我国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减税的主要措施就是降低法定税率，但王延明( 2003 ) 发现企业实际税负的变化只有法定税率变化的

0． 502，降低法定税率并未显著降低企业实际税收负担。李增福和徐媛( 2010) 也发现，我国 2008 年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所得税税率降低仅为 1． 88%，相对名义税率变化并不敏

感。显然，降低法定税率这种减税政策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可能存在税率之外的制度环境、政府与企业行

为、企业特征等因素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与税权平等思想相

悖的现象呢? 国外学者从政治成本( political cost) 、政治影响( political clout) 、产业政策( industrial policy)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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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与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我国中小企业税费负担重，一半利润用于上缴各种税费。在经营环境恶
劣、高成本、利润微薄的情况下，税制结构不合理、征收方式难以灵活调整等均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近几年美国《福
布斯》杂志发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名，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一直位于全球的前三名，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治关联( political connections) 以及企业特征等角度对企业有效税率存在的差异做了解释①，但并未取得一致

结论。国内学者从微观视角对企业税收负担的相关学术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本文对国内外企业税收负担研

究的主要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价，指出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文章在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实践者认识

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提供比较全面的理论指导的同时，也指出了企业税收负担问题的一些未来研究方向。

二、企业税收负担的计量

宏观层面上看，税收负担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利益集团讨论的焦点( Gupta and Newberry，1997) ，宏观税

负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文献也比较丰富。国家税收收入与 GDP 的比值已经成为标准的国家税收政策的代

理变量。在企业层面上，虽然企业税收负担计量是研究企业税收负担的关键问题，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

公认而可靠的计量指标。Adhikari 等( 2006) 认为，计量企业税收负担涉及到应当将哪些税种考虑在内以及

财务报告提供的会计利润并不代表公司的实际应纳税所得两个问题。企业层面的税收数据具有一定的保密

性，非政府的学者需要基于财务报告构建代表企业税收负担的变量。而财务报告与税务报告之间存在时间

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②，合并报表主体与纳税主体的差异等因素也会使财务报告与税务报告之间的关系变

得更加复杂。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基于财务报告构建的税收负担计量指标并不能可靠地代表企业的实际税收

负担( Plesko，2003) 。
尽管如此，国家的税收活动主要基于财务会计报告，国家通过调整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之间的差异进行

征税，因而税收活动与财务报告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许多学者尝试基于财务报告建立科学的计量企业有效

税率的指标，这些指标主要包括两类: 边际有效税率( MTR) 和平均有效税率( ATR) 。边际有效税率为企业

纳税变化与收入变化的比值，而平均有效税率为税收变量与收入变量的比值( Plesko，2003) 。边际有效税率

往往用于企业决策③，平均有效税率往往作为税收负担的代理变量。吴联生( 2009) 认为通常有四种方法来

计量企业实际税收负担，它们是: ( 1) 实际税率 = 所得税费用 /息税前利润( Porcano，1986 ) ; ( 2 ) 实际税率 =
( 所得税费用 － 递延所得税费用) /息税前利润( Porcano，1986) ; ( 3) 实际税率 = 所得税费用 / ( 税前利润 － 递

延所得税费用 /法定税率) ( Stickney and McGee，1982 ) ; ( 4 ) 实际税率 = ( 所得税费用 － 递延所得税费用) /
( 税前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费用 /法定税率) ( Shevlin，1990) 。而 Zimmerman( 1983) 认为经营利润容易受到会

计方法的影响，应用经营现金流可以消除企业会计方法选择对经营利润带来的影响，因此 Zimmerman 使用

实际税率 = ( 所得税费用 － 递延所得税) /经营现金流这一比率来计量企业税收负担④。方法( 1) 和方法( 2)

使用税前会计账面利润，方法( 3) 和方法( 4) 试图基于财务报表模仿应税收入，因而对分母进行了调整。由

于财务报告并没有提供充足的数据来完美地计量应税收入，上述计量企业税收负担方法只是近似估计，因

此，需要采用多种有效税率计量方法来提高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我们认为，包括 Zimmerman( 1983) 在内的五个税收负担计量指标存在一些缺陷。首先，上述所有指标仅

仅是计量了企业所得税负担，由于没有考虑流转税、财产税、行为税和资源税，计量结果与实际税收负担相关

性很低，从而产生对企业税收负担的有偏估计( Plesko，2003 ) ; 第二，所得税税收负担计量指标不够简约

( parsimony) ，指标存在缺陷，导致需要具体结合企业所使用所得税会计方法选取指标⑤; 第三，由于税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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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成本假说认为大公司受到较多关注，因此实际税收负担较高; 而政治影响假说认为大公司会利用其影响力，谋取税
收上的好处，降低实际税率。本文认为政治成本和政治影响假说均是基于公司规模对企业税收负担的解释。

时间性差异是指会计系统确认会计利润和税收计算纳税所得时确认收入和费用的口径相同、但确认时间不同;永久性
差异是指会计或者税收系统确认的收入( 费用) 在另外一个系统不会被确认。

Grahamh和Mills( 2008) 认为高边际税率的企业会增加债务，享受债务税盾好处。低边际税率的企业倾向于为员工支付
递延的股票薪酬、倾向于租赁资产而不是购买资产。边际税率也会影响企业资本成本，从而影响资本预算决策。

虽然这些税收负担计量方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但是，目前国内外学者仍然广泛使用，如 Richardson 和 Lanis
( 2007) 使用指标( 1) 计量税收负担。Derashid和 Zhang( 2003) 、吴联生( 2007，2009) 使用指标( 2) 计量税收负担。Adhikari 等
( 2006) 、Derashid和 Zhang( 2003) 、吴联生和李辰( 2007) 使用指标( 3) 计量税收负担。Derashid和 Zhang( 2003) 、李增福和徐媛
( 2010) 、吴联生和李辰 ( 2007 ) 使用指标 ( 4 ) 计量税收负担。Adhikari 等 ( 2006 ) 、Derashid 和 Zhang ( 2003 ) 使用 Zimmerman
( 1983) 指标计量税收负担。而李增福( 2010) 、吴文锋等( 2009) 对指标( 4) 的分母进行调整后的指标代表税收负担。显然，财
务报告的结构和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对于企业税收负担的计量方法并没有随财务报告内容变化有实质性的改进。
在税收负担计量上，体现了学术的继承，但是表现出创新不足。

如在应付税款法下，企业利润表中所得税项目等于实际缴纳所得税，不需要做任何调整。而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利
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项目并不等于实际缴纳的所得税，需要对递延所得税项目进行调整。因此，基于利润表构建税收负担计
量，需要结合具体的所得税会计方法，做出相应调整。



指标构造方法不同，使用不同税收负担计量指标，会得出企业同一特征对税收负担具有不同影响这样的结

论; 第四，上述五种税收负担计量方法没有充分利用现金流量表提供的税收信息①。
现金流量表是基于收付实现制基础编制，它提供了会计期间企业实际支付的各项税费和收到的税费返

还信息，是构建计量税收负担指标最可靠的信息。结合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提供的信息，可以构建比较可靠

的税收负担计量指标，主要包括: 第一，营业收入税收负担率 = ( 支付的各项税费 － 收到的税费返还) /营业

收入，计量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取得的单位营业收入承担的各种税收费用; 第二，总利润税收负担率 = ( 支付

的各项税费 － 收到的税费返还) /税前利润，计量企业当期单位利润总额承担的各种税收费用; 第三，经营活

动现金流税收负担率 = ( 支付的各项税费 － 收到的税费返还) /企业当期经营活动现金流，计量企业各种税

收费用占当期经营现金流的比例。这些指标主要利用现金流量表提供的税收支付信息，从而提高了计量指

标的可靠性。

三、制度因素与企业税收负担

( 一) 税收法律变化

税收法律变化往往为研究名义税率变化和实际税率的关系，进而为探究企业有效税率影响因素提供了

自然实验。Richardson 和 Lanis( 2007) 利用 1997 年澳大利亚税法改革这一事件，研究发现税法改革改变了

有效税率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但税法改革后有效税率与规模、杠杆、资本密度和存货密度的关系仍然

存在。王延明( 2002) 研究了我国 2001 年上市公司停止享有所得税地方返还政策的影响，发现我国上市公

司法定税率变化对实际税率的影响只有法定税率变化的 0． 502，有效税率对法定税率变化并不敏感。进一

步研究还发现，当上市公司面临税率上升时，会积极采取相应措施降低有效税率的变化。但对于名义税率下

降的公司，有效税率变化不明显。吴联生和李辰( 2007 ) 研究了在地方政府自行制定并实施企业所得税“先

征后返”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对不享受中央政府认可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司实施“先征后返”
所得税优惠政策，导致这些公司与享受中央政府所得税优惠政策公司的所得税负担没有显著差异，结果是损

害了中央政府税收政策的有效性。针对我国 2008 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李增福和徐媛( 2010 ) 研究了所得税

税率调整对实际所得税负担的影响，发现实施企业所得税法后，我国上市公司的税收负担趋于一致，且上市

公司实际( 所得税) 税率仅降低 1． 88%，相对于名义税率变化并不敏感。
Wilkie( 1988) 将名义税率变化对企业有效税率影响并不敏感归因于税收优惠因素，李增福和徐媛

( 2010) 认为税法执行过程中存在各种税收优惠、企业的避税行为等，使名义税率往往难以真实反映企业的

所得税负担程度。我们认为，企业税收负担是名义税率、征管行为、高管决策行为和市场约束机制等因素的

函数，因而名义税率对实际税率影响并不敏感。即使名义税率下降，但征管力度加大，使实际税率下降并不

明显; 会计信息是税收征管的基础，特别是企业所得税的征收过程需要在会计系统提供的利润基础上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而会计系统提供的利润是可观察但不可证实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会计方法选择等行为因素

的影响。另外，高管的盈余管理等行为也会导致实际税率对名义税率变化不敏感。
( 二) 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会影响企业税收负担，导致不同行业之间的有效税率存在很大差异。Omer 等( 1991) 认为，发

展中国家税收系统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包括增加出口、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以及保

护国内公司。因此，发展中国家某些行业会受到较多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应当在行业水平上研究有效税率。
Kim 等( 1998) 注意到行业是影响有效税率的重要因素，但未做深入解释。不同于政治成本和政治影响假

说，Derashid 和 Zhang( 2003) 突破了基于公司规模的解释，发展了产业政策假说②，认为产业政策是影响不同

行业的企业有效税率的主要因素，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 1990 － 1999 年马来西亚制造业和旅游行业的有效税

率显著较低，并认为主要是因为马来西亚政府对制造业和旅游行业的政策支持。我国学者也注意到不同产

业之间的实际税负存在较大差异，如王延明 ( 2003 ) 发现我国 不 同 产 业 间 公 司 实 际 税 率 有 显 著 差 异，

Zimmerman 的“规模影响”表现了更多的“行业影响”。Wang 等发现我国物流业的税收负担低于社会平均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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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发表《第 95 号财务会计报告———现金流量表》，要求从 1988 年 7 月 15 日以后
的会计年度起，所有企业以现金流量表代替财务状况变动表。显然，包括 Zimmerman( 1983) 在内的税收负担计量指标均产生
于 1988 年企业编制现金流量表之前，因此，这些指标均未包含现金流量表信息。

我们认为政治成本假说和政治影响假说强调企业规模与有效税率的关系，行业因素仅仅是次要的或者调节因素。但产
业政策假说重点关注政府的产业政策对不同产业税收负担的影响。



收负担，但是当考虑利润边际的影响后，物流业的税收负担偏重。目前还没有文献研究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

业的经济行为，从而改变企业税收负担。
( 三) 政治关联

政治关联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重要体现。Rajan 和 Zingales( 2003) 认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是

以关系为基础的经济，资本主义会经历从最初以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向以市场为基础经济的转化。企业与政

府建立紧密的联系，可能使企业获得包括税收减免在内的好处，也可能强化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因此政治关

联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有效税率的重要因素。Adhikari 等( 2006) 认为政治关联为企业税收负担研究提供了

方法论含义，在以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忽略政治关联来研究有效税率得到的结论是不可靠的。Kim 等
( 1998) 、Derashid 等( 2003) 的研究虽然注意到长期存在的行业政策因素的影响，但还仅仅局限在工业化范

围，而没有在以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情境下研究产业政策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忽视了公共政策中存在

的关系( 个人) 维度。仅仅研究产业政策与税率的关系可能忽略了产业政策本身具有内生性，因而没有抓住

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为了考虑公共政策的所有重要方面对税收负担的影响，Adhikari 等( 2006 ) 基于政治

关联视角解释企业的有效税率，研究发现在马来西亚，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有效税率显著低于没有政治关

联公司的有效税率，揭示出在以关系为基础的经济中，政治关联是影响有效税率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个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我国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很多、很强，

大量企业的高管具有政府背景( 吴文锋等，2009) 。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能为企业

带来政策性好处。结合我国具体制度环境，吴文锋等( 2009) 发现高管的政府背景能够给企业带来税收优惠

好处，并且发现公司所在省市的企业税外负担越重，高管的政府背景带来的税收优惠越多。Adhikari 等
( 2006) 、吴文锋等( 2009) 的研究充分说明在以关系为基础的经济中，政治关联确实能为企业带来税收好处。
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政治关联影响税收负担途径的研究还不深入。

( 四) 股权性质

国有企业管理层与非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效用函数存在的差异也会影响到企业的税收负担。Spooner
( 1986) 认为企业中存在的政府股权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税收负担。Derashid 和 Zhang( 2003) 认为国有股比例

越高，意味着公司的游说能力越强，其实际税收负担也就越低。但在将国有股权比例作为影响公司税收负担

的控制变量时，并没有发现国有股权与公司税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Adhikari 等( 2006 ) 以马来西亚
1990 － 1999 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国有股权比例与公司税收负担显著负相关，即国有股权有助于降

低公司税收负担，提高公司价值①。吴联生( 2009) 认为 Adhikari 等( 2006) 只是从平均角度估计国有股权与

公司税负之间的关系，没有考虑不同公司特征( 如是否享受税收优惠) 是否会影响国有股权与公司税负之间

的关系。因此，他研究了国有股权对公司税负的影响以及税收优惠对国有股权与公司税负之间关系的影响，

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越高，公司实际税率也越高; 非税收优惠公司的国有股权正向税负效应显著高于税收优惠

公司。这一结果说明政府让国有股权比例高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税收负担，从而降低了公司价值。而 Miao
等( 2009) 发现有效税率与股权结构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现有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有效税率与国有股权的关系本身具有复杂性，企业有效税率是具体情境变量的

函数。政府与企业通过税收征纳关系成为利益相关者，制度环境因素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国有

股权如何影响企业税收负担具有相机性特征。政府干预、法律完善程度和执行过程、企业决策行为、要素和

产品市场约束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到政府与企业利益分割关系。国有股权、政府干预以及政治关联等因素

如何影响企业税收负担至今还没有深入研究。政府作为不请自来的第三者，企业决策行为会本能地对税收

法律制度、税收制度变化以及税收制度的执行过程做出反应。因而，产业政策、税收征管强度、政治关联以及

国有股比例等相关因素均成为企业决策过程的输入变量，从而在广泛的层面上影响企业税收负担。

四、企业特征因素与税收负担

( 一) 公司规模

规模是企业最基本的特征，公司规模与企业税收负担的关系备受学者们关注，但是没有取得一致结论。
学术界对此持有两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 Siegfried( 1974) 的政治影响假说，认为大公司有更多的资源进行税

收筹划与政治游说，因而实际税收负担较低。政治影响假说得到众多学者的支持，如 Omer 等( 1993) 认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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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dhikari等( 2006) 的研究是将企业国有股权比例作为政治关联的一个代理变量，他们认为国有股权比例代表了政府对
企业的支持程度。



展中国家的大公司可能利用它们的经济影响力影响税收立法，降低自身税收负担。Tran( 1998) 发现大公司

更多受益于税务规划从而降低税收负担。政治影响假说最早受到 Porcano( 1986) 基于美国企业实证研究的

支持。Richardson 和 Lanis( 2007) 以 1997 － 2003 年间澳大利亚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有效税率与公司规模

显著负相关。Omer 等( 1991) 采用韩国、马来西亚、香港、台湾和泰国等新兴国家( 地区) 企业为样本，发现有

效税率与企业规模显著负相关。Kim 和 Limpaphayom( 1998) 以韩国、马来西亚、香港、泰国和台湾地区企业

为样本，发现在 1977 － 1992 年间，大公司的有效税率显著较低。Derashid 和 Zhang( 2003) 以马来西亚制造业

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有效税率与公司规模显著负相关。Miao 等( 2009) 利用中国汽车制造业上市

公司数据，研究发现有效税率与公司规模显著负相关。显然，无论是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还是非西方经济发

达国家情境下，政治影响假说都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第二类观点是 Zimmerman( 1983) 的政治成本假说，认

为大公司受到公众关注度程度高，实际税收负担也越高。政治成本假说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Hanlon 等
( 2010) 也认为如果大公司投入资源进行税务筹划，会因受到媒体负面关注而带来损失，产生政治成本，表现

出较高的实际税率。吴联生( 2009) 发现我国规模大的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率更高，与政治成本假说一致。
我们认为可能是我国规模大的上市公司大多是国有企业，政府让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税收负担。除此之

外，经验研究也发现税收负担与企业规模不存在显著关系，如 Gupta 和 Newberry( 1997) 就 1986 年税务改革

法案前的 1982 － 1985 年和税务改革法案后的 1987 － 1990 年两段时间，基于面板数据，在多变量框架下，通

过控制盈利能力消除利润对有效税率的影响，在更长时间维度上研究发现美国公司规模并不显著影响其有

效税率，与 Shevlin 和 Porter( 1992) 的研究结论一致。
显然，企业规模如何影响企业税收负担，尚无定论( 吴联生，2009) 。虽然政治成本假说引起了学术界广

泛兴趣，但是受到实证研究结论的挑战( Omer，et al． ，1991) 。政治成本假说或政治影响假说，并不是严格基

于会计程序和税收法规来考察公司特征与税收负担存在的必然关系，其背后的逻辑关系并不稳健。企业税

收负担与规模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环境或者企业特征因素的调节，从而表现出复杂性。如 Wang 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用潜变量方法研究发现，经营净损失对公司规模和有效税率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有

效税率与公司规模的关系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经营净损失的非直接影响。既然经营净损失来源于公司特征，

而不是其政治环境，那么用有效税率来代表企业政治成本就是有偏的。
( 二) 财务杠杆

由于负债利息可以税前扣除，而股利是从税后利润支付，理论上财务杠杆高的公司，其有效税率越低。
Stickney 和 McGee( 1982) 实证检验支持该结论。但 Richardson 和 Lanis( 2007 ) 发现有效税率与资本结构之

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王延明( 2003 ) 、Miao 等( 2009 ) 发现公司有效税率与财务杠杆显著负相关。但是
Derashid 和 Zhang( 2003) 未发现财务杠杆与实际税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Omer 等( 1991 ) 研究也发现

有效税率与财务杠杆并不存在显著关系，企业税收负担与财务杠杆之间关系表现出多样性。Omer 等
( 1991) 认为样本中的新兴国家企业主要使用短期债务融资，很少使用长期债务融资，从而表现出很低的负

债率，这一现象导致了税收负担与财务杠杆之间的非显著关系。Gupta 和 Newberry ( 1997 ) 、Adhikari 等
( 2006) 均发现计算公司实际税率的方法不同，公司实际税率与财务杠杆之间表现出不同关系，既可能是显

著负相关，也可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目前，对实际税率与财务杠杆关系的研究还仅仅是立足于利息可以

税前扣除，因而在税收负担与财务杠杆负相关这一逻辑之上，没有考虑企业行为对税收负担的影响。
( 三) 资本密集度和存货密集度

由于税法规定折旧和摊销可以税前扣除，资本密集度( 年末固定资产净额除以年末资产总额) 越高，有

效税率会更低。存货密集度( 年末存货除以年末资产总额) 与资本密集度存在关联性，存货密集度对企业有

效税率也存在影响。Gupta 和 Newberry( 1997) 、Derashid 和 Zhang( 2003) 、Richardson 和 Lanis( 2007) 均发现

企业有效税率与资本密集度显著负相关。Adhikari 等( 2006 ) 发现无论如何计量有效税率，有效税率与资本

密集度均显著负相关。王延明( 2003) 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有效税率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效税率与资本

密集度负相关。但 Miao 等( 2009) 发现有效税率与资本密度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学者们对有效税率与存货密度之间的关系认识也不一致。Gupta 和 Newberry ( 1997 ) 、Richardson 和

Lanis( 2007) 发现企业有效税率与存货密集度显著正相关，但 Derashid 和 Zhang( 2003) 、Adhikari 等( 2006) 均

没有发现有效税率与存货密集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 四) 成长机会与盈利能力

成长机会与盈利能力会影响有效税率，企业投资模式和获利能力是导致同一行业、不同年度税收负担存

在显著差异的重要原因。Spooner( 1986) 认为企业税收负担与投资机会( 用市值账面比表示) 正相关。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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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991) 发现对于采用累进税制的国家来说，企业税收负担与投资机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 Adhikari
等( 2006) 没有发现企业税收负担与投资机会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对于税收 负 担 与 盈 利 能 力 的 关 系，Omer 等 ( 1991 ) 发 现 盈 利 能 力 是 决 定 有 效 税 率 的 重 要 因 素。
Zimmerman( 1983) 认为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就会有更多的应税收入。因而企业税收负担与盈利能力正相

关( Spooner，1986) 。由于净经营损失的公司支付很少的税或者不支付税，因此有效税率应当与盈利能力正

相关。Miao 等( 2009) 发现盈利能力越强，公司有效税率越高，但是 Derashid 和 Zhang( 2003 ) 认为有效税率

与总资产收益率或市净率的关系与有效税率计算方法有关。Derashid 和 Zhang( 2003) 发现效率高的公司支

付的有效税率低。Adhikari 等( 2006) 发现无论如何计量有效税率，有效税率与总资产报酬率显著负相关，但

王延明( 2003) 发现我国企业有效税率与资产报酬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大量的经验研究并没有就公司特征如何影响税收负担取得一致的结论。有效税率的计算方法、会计方

法选择、企业面临的税制结构、企业与税务机关博弈中的行为特征以及不同历史阶段( 如纳税意识和征管强

度不同) 都会影响到税收负担与各种公司特征之间的关系。现有的研究没有考虑具体情境因素如何通过影

响会计程序、税收征纳行为等进而对税收负担产生影响，如会计准则有利于大企业通过会计方法选择降低企

业税收负担; 现有的研究也没有从契约理论等视角考察税收负担与企业特征之间的关系，如仅仅认为财务杠

杆通过利息税前扣除从而降低有效税率，没有研究债务契约产生的约束、激励机制以及信号传递功能对税收

负担的影响; 现有研究也没有从企业与税务部门的博弈关系视角考察企业税收负担问题，如企业负债可能带

来的财务困境成本会改变企业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关系，从而对企业税收负担产生影响等。

五、企业税收负担研究展望

税收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组织选择、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股利政策、并购活动、会计选择、薪酬决

策和企业面临的政治压力( Plesko，2003) ，税收负担反过来又受这些因素影响，因而表现出复杂性。企业税

收负担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黑匣子”，什么因素影响企业税收负担? 以及这些因素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具体

机理是什么? 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提出未来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

1．制度因素与企业税收负担。在我国，企业的税收费用本身是监管和审计的难点，在各种税收法律处于

完善过程，法律和规则所产生的效果值得怀疑( Clarke，2003) 的情况下，企业税收负担会受到企业与政府关

系、法律实施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研究政治关联、法律执行强度以及产品市场和要素市

场发育程度等因素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通过揭示企业生存环境因素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及其机理，

为税收体系改革和监管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证据。
2．政府和企业行为因素与税收负担。现有文献很少研究在税收法律不健全、执法环境不透明及信息的

披露、揭示和可证实等机制不完善等因素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引发的主观代理问题( 政府税务部门代

理行为和企业代理行为) 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税收征收强度等因素会影响到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税收

负担也是企业内部各种代理行为的函数。因此，需要研究内外部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税收负担、如何通过

提高内外部治理机制的质量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进而为公司监管者以及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决策提

供参考。
3．基于契约理论和公共治理视角研究企业税收负担。企业是契约的集合体，各种契约形成的激励和约

束通过改变管理层的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税收负担，但少有文献研究。企业的债券契约、股权融资契约等金

融契约均会改变高管决策行为从而影响企业税收负担，如高负债比率使债务契约约束变强，降低经理的会计

决策选择自由度，影响企业税收负担; 企业与政府通过税收法律法规形成一种契约关系，政府的征税活动属

于一种公共治理活动，需要从公共契约和公共治理视角研究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
4．需要研究制度环境因素与企业特征因素共同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具体机理。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

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生存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企业实际税收负担受到环境因素和企

业自身特征因素的影响。环境因素可能独立影响企业实际税收负担，也有可能通过影响企业自身特征影响

到实际税收负担，或者是环境因素通过改变企业特征与实际税收负担之间关系的强度影响到实际税收负担。
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税收负担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各种具体因素影响不同股权

性质企业税收负担的途径和强度，进而为提高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具体建议。
5．非上市公司税收负担影响因素研究。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面临的监管环境不同，其所有权和控制

权通常也没有完全分离，相同的法律制度环境和契约类型，对非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产生的激励和约束与上市

公司也存在很大差异。研究非上市公司税收负担及影响因素，一方面可以与上市公司进行比较，进而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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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理解信息披露机制、监管环境等因素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 另一方面，通过有效揭示非上市公司税收负

担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非上市公司的税收负担，能够有效的推动经

济增长和增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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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structural tax reduc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erative policies to adjust industrial structure，promote
SMEs’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d stimulate business innovation． However，the effects of the tax reduction policy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characteristics and other factors． In this paper，we summarize the literature
on the measurement of tax burden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ax burden，and then point out the weaknesses and shortcomings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irstly，we argue that scholar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the
government and corporate behavior when discussing the issue of corporate tax burden． Secondly，drawing on contracting theory and the
public management perspective，the corporate tax burden research should consider the integrate effec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 including contracts，corporate governance，and external regulatory) on corporate tax burden． Finally，scholars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of tax burden in non － listed companies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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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es it have potential welfare effect to stabilize economic fluctuations?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relates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economic cycles research，as well as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counter － cyclical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 Lucas
baseline model，we divide the researches of the welfare costs of the economic fluctuation into the broad sense and the narrow sense two
camps．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studies which are conducted by amending Lucas baseline model or using alternative consumption data to
test Lucas assertion，and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studies which consider the reality of th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incomplete capital
markets and consumer heterogeneity，or introduce some innovative ideas，such as endogenous nature of the fluctuations and growth，small
probability of crash states，and the loss of subjective well － being to develop the Lucas baseline model． After combing the two camps of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approach and measuring methods，we find that future studies should go further by
introducing consumers’labor － leisure choice，possibility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wealth，and the reasonable assumption of
the generating process of random consumption stream reaso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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